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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资源终

究不能成为支持企

业家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力量。违背了商

业的基本逻辑，忽视

了经营管理最基本

的原则，失去了对管

理本质的把握，许多

企业家最后的沉沦

其实是一个“理所当

然”的结局。

游走在市场和政

府之间，企业家的感受

充满焦虑。有企业家说

自己是人人得而烹之

的“唐僧肉”，而柳传志

也曾无奈地痛斥有些

官员“令人发指”，并对

富人移民海外做出解

释：“环境真不好了，可

能就得选择离开。要理

解企业家移民海外的

苦衷，不应太怪罪。”

李岷

李岷

声音

企业家政商焦虑症沉疴待治

“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

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

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

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

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

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新的“两

个凡是”显示，在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增加权力使用透明度的改革之路上，

中国即将进入深水区。未来，政府如

何对自身动刀放血进行手术，如何主

动割裂政商之间的畸形关系，是值得

人们深思和期待的。

企业家的牢骚：

中国企业
不过是政府手里的棋子

半年前采访陈总时，他关于实体

企业不好经营的感慨给记者留下深

刻印象。当时，他的化工企业已经停

工小半年，并希望把自己的企业售

出。近日偶遇与陈总相识的人，却惊

闻他的企业已经进入破产程序。

总觉得不可思议。陈总的企业最

辉煌时，年销售额达 10亿元，是当地
首屈一指的纳税大户；而且从现有的

资料看，仅仅三四年前，他本人还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头顶着各种光环游

走在摄影灯下。怎么现在一切如黄粱

美梦般不复存在了呢？记者感慨沧海

桑田、世事无常之际，陈总身边的人

一语中的：“还不是因为和当地政府

闹掰了。”

在同行纷纷以规模换市场迅猛

发展之际，陈总也曾踌躇满志，向当

地政府申报了一个扩大产能的二期

项目，得到了政府的初步认可。由于

投资巨大，他千辛万苦引进一个大财

团来做合作伙伴。没想到项目谈成

了，陈总的企业却被边缘化，项目整

个落进了陈总引来的合作伙伴手里。

凭着多年的积累，陈总在当地是

有些关系的，但架不住对方的来头更

大，最后，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一边倒

地向着对方。

鉴于陈总的前期投入有一定数

额，多方协商后同意补偿他五千万，

美其名曰“二期项目的购买费”。但补

偿费要过来谈何容易！他不能开罪地

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不愿得罪大财

团，要来要去，这五千万补偿费如泡

沫般渐渐破灭。

忙活多时一无所获，陈总大病一

场，在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回去

后，心灰意冷、斗志尽丧，自己这家企

业再无心经营下去。

有段时间，不管见谁，他都明确

奉劝别人不要经营实体企业。他固执

地认为，企业不过是政府手里的棋

子，让你生你就生，让你亡你就亡，命

运实在是无法自己掌控。

客观地讲，陈总的企业难以为继

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危机下销售市

场的凋敝、行业竞争的残酷等等，都

令他步履蹒跚。但遭受了当地政府的

出尔反尔以及冷遇之后，同银行、税

务等职权部门的关系一直理不顺，却

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身心俱疲的陈总选择了逃避、隐

遁，干脆跳出三界外，不做江湖人不

揽江湖事，希望落个心静。然而事情

远没有结束。

由于企业停工停产，工人的工资

几个月发不下来，成批的职工围堵交

通要道希望引起政府注意，最后，看

复工无望，厂里能撬了拿走的都被职

工们拿走卖了，厂子只剩下了一个空

壳。

看着空荡荡的厂区，陈总自己心

里真是五味杂陈。

学者的感叹：

中国企业
背负太多非市场负担

游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企业的

感受可能并不如外表显现的那么自

如和风光。有企业说自己是政客的

“提款机”，也有企业说自己是人人得

而烹之的“唐僧肉”。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

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 7年，大企业平
均寿命不足 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
均寿命为 10—12年；世界 500强企业
平均寿命为 40—42年；日本《日经实
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

30年；国内数据表明，中国大型企业
(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约为 7—8年，
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 3年。

此类调查年年都有版本，年年都

是中国企业垫底。学者们纷纷立足各

种因素来解读其中的原因，譬如企业

治理结构不科学、缺少成功的企业文

化氛围、缺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

运用、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以及社

会的经济结构不完善、政府的经济政

策波动大、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等等。

当然，也有学者在博客中对大家自觉

不自觉失声的一面，展开了毫不客气

的剖析：除了市场因素，中国企业背

负的非市场性负担是不是太多？

学者隐晦提到的非市场性负

担，应该指的是中国企业不得不依

附于职权部门、不得不受制于职权

部门的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中国的

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

续下来的，至今还摆脱不掉计划经

济的影子和影响，政府部门目前掌

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享有

巨大的支配权。由于缺乏有效的监

管，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官员

手中一旦拥有权力就开始想方设法

寻租权力。

难怪一些企业家口无遮拦地抱

怨：在政府和职能部门面前，自己就

是小娘养的，甚至连小娘养的都不

是。有时自以为能掌控命运，但实际

上只不过是权力结构中的一枚棋子。

而一旦过了河，甚至连棋子的属性也

没有了。

学者赵曾海直言，权和钱想来是

形影不离的两兄弟。俗话说，有权就有

钱，有钱也就有了权。处于两者关系中

的官员和企业家，前者手握公共权力，

能左右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后者拥

有物质财富，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因

此，权和钱的交易在监督制度不健全

的社会中必然大规模地存在。

虽然商人依附权力图谋发展可

谓自古有之，但不管是历史积淀还是

利益互换使然，政商纠结的现象在现

代工业社会却是不得不破的坚冰。

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应是拥有豪宅或多套房的高收入

人群。应当明确的是，家庭第一套住房，或者说一定家庭人均

标准之下所谓第一单位的住房，是不在房产税覆盖范围内的。

此外有不少人认为，第二套房是给自己买的一份商业性社会

保险，这种所谓商业性社会保险，我认为也可以在政策方面给

予一定宽待，针对第二套房的房产税税率也可适当降低。

“我很简单，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并

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快乐，我的职业是赚钱，是赚有良心、符

合法规的钱，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不是让人快乐。如果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的职业是让别人快乐的话，那我就应该

做这事，但是 it’s not my job。”

如果说我们受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忍气吞声，

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三一人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觉得维护中国

企业和我们三一的尊严，比花一些钱我认为要更值。另外，公

平、正义我认为也比利益更重要。我们都希望中国企业在国际

化过程中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我认为问题解决的办法

就是法律，所以我们是以美国方式在解决美国的问题。

应当说从政府到社会改起来都不容易。收入分配改革不

是那么简单，现在的隐性收入猖獗到这个地步，因此这项改革

的触动面会非常巨大，涉及我们整个财政税收制度，从它的制

度设计到监管体制都要做根本性的变革，否则什么也改变不

了，分配不公现状很难改变。

根据 CHFS的数据，30岁—35岁的城镇无房男士的未婚
比例为 21%，而有房男士未婚比例为 7.7%。买不起房成了屌
丝们步入婚姻殿堂的一大拦路虎。

《创新者的窘境》一书的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认为，尽

管企业管理者可能认为是他们在控制企业内部的资本流向，

但实际上真正决定资金如何花费的是投资者，因为投资模式

无法达到投资者要求的企业将难以为继。如果投资者的观念

没有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企业创新的种子便会被扼杀。

现在，谷歌成了苹果、Facebook的尾随者。谷歌似乎在步
微软的后尘，在成为商业巨无霸的同时，创新的动能却逐渐消

散，落入创新者的窘境而难以自拔。

中国概念在美国人眼里永远是个谜，有时它是一个美丽

的气泡，有时它是一堆垃圾，经过两年多的挣扎，准备赴美上

市和已在美上市的公司到了重新定义“概念”的时刻。

皇明的今天，离不开早期的那些员工。可能在今天看来，

当初的那批员工学历不高，其中有中专学历已属不易。但就是

他们，构成了皇明早期团队的雏形，而且开创了学习精神。现

在，皇明集团内各子公司的一把手，很多来自早期的这个团

队，我也见证了这些一把手当初如何刻苦学习、如何务实地与

企业保持同步发展。这些当初学历不高、能力一般的团队成

员，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厉害？

皇明的员工都知道，皇明最讲求的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和

纯净的学习态度。作为董事长，我必须每时每刻保障这一企业

文化的存在。

三星没有像苹果那样拥有革命性的新产品，但它的产业

组合及商业模型使它不只直接享受到苹果式的成功，而且能

把苹果的成功引为自身的创新推动力。这与中国太极学说相

似，也比较容易被中国企业理解及仿效。但仿效的重点不是抄

袭三星电子公司的产业组合及商业模型，而是以自身的核心

能力为支点，考虑如何找寻及把握机会，进入适当产业，而通

过产业组合及商业模型，建立一个两面市场商业模型来推动

“流创新”的新理念。

德鲁克讲用人时，有着明确的标准，那就是客户价值。他

强调人的优点与缺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为客户创

造价值。至于老板或上司喜不喜欢，那并不重要。

坊间戏言，中国企业面对职权部

门，就好比购买车票的人面对黄牛

党。平日里，对黄牛党深恶痛绝，一旦

有需求，又盼着黄牛党能一下子从天

而降。

戏言说出了不争的事实，中国企

业家被权力深深困扰的同时，又不由

自主地依恋权力。现实中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有专家表示，体制的滞后毋庸置

疑是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除此之外，一些中国企业家面对职

权所表现出的饮鸩止渴、飞蛾扑火的

病态心态，也是导致其自我沉沦的重

要原因。

“关系”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某次企业家论坛上，有位企业

家嘉宾毫无愧色地说：“在中国不行

贿一事无成，我自己就行贿过。”对于

这番不加掩饰的独白，全场“报以热

烈的掌声”。

在一些企业家看来，打造为我所

用的政商关系成了企业攫取利益的

一条捷径。有人断言，无论是在过去、

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关系”仍

在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中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事实上，政商关系中企业家表现

出的“热情”源自现代商业精神的缺

失。在道德断层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

中国企业家，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

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许多

人无意也无力承担起推动社会良性

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

很多案例中，当企业家冒险突进

的时候，他本人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

凶险的“大跃进”，不符合一家企业正

常成长的逻辑。但有政商关系支撑，

在特权思想的鼓舞下，他会觉得自己

无所不能，也认为自己应该无所不

能。不过，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

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必

将引发可怕的后果。正所谓“在江湖

上混，早晚是要还的”。

学者赵曾海表示，抛开此种致富

方法的风险和成本不说，随着经济转

型的完成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关系资

源终究不能成为支持企业家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力量。违背了商业的基本

逻辑，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

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许多

企业家最后的沉沦其实是一个“理所

当然”的结局。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万科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坦然地说：“我从不行贿，也不希望商

界流行此道，使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由

此蒙羞。”这番话让那些为“行贿”鼓

掌的企业家听了，或许会不以为然，

但王石却用自己的言行印证了这番

话的真实性。对自我和对企业的约

束，使万科避免了因牟取暴利从而陷

入违规圈钱、钱权交易等漩涡。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一句“亲近

政府，远离政治”，让我们看到他在处

理政商关系上的清醒和智慧。

当然，王健林是有底气的，他的

底气来自“万达完全是走市场的”，来

自他自身具备的现代商业精神。他知

道“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

还要困难”，他也知道“不理政府的说

法纯粹是忽悠，在美国也不可能不理

政府”，但他更知道“把握好一个关

键，不去做使自己伤筋动骨的事情。

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创新

创新再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大力

倡导“好的市场经济”，言下之意，当

下的市场经济是不好的，实质是“权

贵市场经济”。但不管市场模式如何，

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正力争从政府层

面变革目前的现状。此时，只有企业

家自觉地调整价值观与行为模式，政

商之间的畸形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改

观。

“关系”背后是商业精神的缺失

王利博制图

（国内著名企业战略专家）

为客户创造价值姜汝祥

（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授）

三星的“流创新”的借鉴意义谢德荪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

保持简单人际关系和纯净学习态度黄鸣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为陈天桥们代言李开复

（《中国计算机报》副总编）

谷歌陷入创新窘境姜洪军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房地产商要感谢中国丈母娘甘犁

（著名的经济学家）

等茅台价格降半收入分配就成功了华生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 CEO）
我的职业是赚钱不是让人快乐阎焱

（三一重工总裁）

我认为尊严比金钱重要向文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房产税应重点针对富人贾康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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